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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寻规制俘获引致环境低效率的动因是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必要前提,多样化情境下提

升环境效率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其所依赖的制度环境。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

影响区域环境效率的机理,利用中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以 SBM 模型综合测算的环境效率为基础,就规

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及制度环境(包括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调节二者关系的异质效应进行实证考

察。 结果发现:规制俘获显著抑制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 制度环境正向调节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

影响,即制度环境矫正了规制俘获和环境效率的负向关系。 法制水平在政府质量较低和法制环境优渥

地区的调节效应凸显,地方政府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能发挥矫正作用。 制度环境

跨越某个临界值才会削弱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效应。 因此,重视规制俘获对规制约束过程的扭

曲效应,应充分发挥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在形塑规制秩序与提升环境效率中的调节作用,实现优化制度

环境和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双赢发展。
关键词:规制俘获;制度环境;政府质量;法制环境;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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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中国经济在取得令世界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环境低效率、环境损失严重与环境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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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问题。 环境压力前所未有,环境效率亟待改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人民健康和

破坏生活环境,还在很大程度上拖累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分权治理、对外开

放程度、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等是影响中国地区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1-3] 。 当前中国经济进

入“三期叠加”新常态阶段,制度环境日臻完善,国家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然而中国各区域环境不经济和无效率却愈发凸显,诸多环境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抑制或解

决。 为何中国如此重视环境可持续发展而现实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环境问题

乱象丛生,引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非效率? 这固然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碰撞有一定关系,但
是规制俘获可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症结[4] ,即由于地方官员被利益绑架以及政府规制执行偏差,形
成了规制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利于被规制对象的结果。

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集团在各地区寻求较低的政府规制投资地,目的是诱使政

府放松地方管制形成“污染天堂” [5] 。 一般而言,辖区企业集团的行业税收负担较重,环境治理投入

成本较高,而违法违规成本相对较低,出于获取高额利益和竞争优势考虑,通过俘获政府主管部门

对规制机构施加压力,迫使政府规制执行失范、失序或失控,导致环境规制效率的下降。 中国区域

间的标尺赛、锦标赛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投资,在环境治理领域长期进行“逐底”和“逐劣”竞

争,通过降低政府规制标准,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最终引发环境效率损失[6] 。 规

制俘获作为中国经济转轨改革不彻底的产物,不仅造成地方行政腐败和高运行成本,也从根本上影

响了区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理论层面解读规制俘获影响环境效率(简作“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机理,并选取中

国省级层面数据检验理论假设。 由于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伴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
文将制度环境纳入规制俘获—环境效率关系的研究框架。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
第一,探析政府规制和规制独立性失效的动因,揭示中国地方语境下规制俘获影响环境效率的内在

规律,丰富了已有规制理论、制度环境与环境效率领域的相关文献。 第二,现有文献更多是关注环

境规制的单方面影响,学术界关于规制俘获实证研究的文献也较少,本文着眼于中国各地区整体规

制俘获水平进行经验研究是对既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为规制俘获与环境效率领域增添了重要的理

论探索。 第三,本文就地区异质性视角下制度环境对规制俘获和环境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考

察,为地方政府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改善制度环境和调整规制政策提供有益的见解。

二、研究基础与假说

(一)规制俘获描述

“规制”一词源自英文“Regulatory
 

Constraint”,为日本学者植草益首译,定义是政府、社会等公共

部门制定规则限制经济主体和个人的特定活动[7] 。 美国学者 Marver 开创性地提出了“ 俘获”
(Capture)的概念,用来描述规制部门与被规制对象合谋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8] 。 规制俘获理论从

公共利益理论的辨疑中孕育产生,是指政府立法者、规制机构与执法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该理论

为美国环保局制定政策法规以规避环境治理“规制俘获”提供了科学指导。 随后新规制经济学赋予

了规制俘获理论新的注解,一方面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因素,信息租金致使被规制对象缺乏激励和效

率,操纵信息便可以直接影响规制结果;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规制俘获的政府供给黑箱,委托规制

机构作为中介并授权监管职责,避免了公众选择的非制度形式参与或“搭便车”问题。 规制俘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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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遍用于多个利益集团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行为选择领域[9] ,通常规制机构的特殊地位使其拥

有自由裁量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被规制者便有动机贿赂和收买规制机构,规制俘获将难以避免。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规制俘获现象。 杨绍政指出中国仅存在规制俘获的苗头,其特点

不具有西方典型性[10] 。 陈抗等认为转轨时期政府规制失灵较为常见,在设计制定政府激励制度时,
须防范行政官员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11] 。 李健运用主观评价法对规制俘获指数进行测算,证实中

国现阶段的规制俘获程度为中等级别[12] 。 事实上,规制俘获理论既包括规制主体内部结构的设计

和构建,又包括外部环境中规制过程的监督与执行。 根据 Lazarus 的研究,地方政府部门与规制机

构常常因为弱势地位、官僚作风以及内部人员而被俘获,在所处环境下不断演化成为新的变体[13] 。
通过搜集、整理和归纳相关文献发现,中国规制俘获现象主要有三:一是为了使政策法规的制定向

自身利益倾斜,被规制者公关招待或行贿政府官员;二是被规制主体假借政府之手压制独立规制机

构,抑或诱使政府官员及规制机构不履行国家政策和法令;三是被规制者通过私人给付、利益共享、
旋转门等方式俘获政府官员。 当前我国政府机构在深化改革中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反腐倡廉深

入推进,法制体系建设也日臻完善,但是区域绿色竞争力及环境效率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3] ,利益

集团依然会通过贿赂、利益交换等方式对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实施俘获,使其背离公平、合理、正义

与效率;在协调政府治理和环境效率的相互关系中,规制俘获也经历着不同的环境变体。
(二)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规制性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基于政府与规制机构、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主体之间双重的行政委托

代理关系,由地方政府代表公众委托规制机构对被规制者进行约束和限制。 规制机构作为地方政

府的代理人,要求被规制者采取技术手段或有效措施达成环境规制目标,进而促进环境效率的提

升。 自 2008 年政府机构改革后,中国各区域的环保机构由地方政府直属部门变革为国家环保部和

地方政府共同领导,地方政府主管规制机构的资金划拨和官员任免,长期以来对规制机构的控制力

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地方规制机构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明显缺失[6] 。 由于规制机构是规制政策的执

行者、地方政府治理的代表以及被规制主体“拉拢”的对象,在独立性缺失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中央

规制强度、地方政府考核目标、利益集团伺机寻租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导致激励扭曲并失去理性[14] 。
规制机构具有环境治理的信息技术优势,被规制对象相对于规制机构来说又拥有治污成本收益的

信息优势。 规制机构既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又具有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
同时在规制政策执行过程中还掌控着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时机。 考虑到规制机构所处的核心地位

以及可行使相机抉择权,更容易成为利益集团俘获的对象。 韩超等研究发现,2004 年以来,环境事

故的发生多与规制机构人员渎职失责、监管失控等紧密关联,系列新闻报道显示贪腐受贿成为了规

制机构官员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间接印证了规制俘获的存在性[15] 。
具体说来,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体现在:首先,规制俘获扭曲了要素资源配置,不利于环

境效率的提升。 规制俘获行为会将人力、资金等生产性资源转移到寻租和腐败的非生产领域,高回

报性的非生产活动使被规制主体放弃技术研发而从事政府俘获[16] 。 这种对要素资源的非合理配置

不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并最终引发环境效率的下降。 同时规制俘获使政府的财政支出侧重于流

向具有个人获益空间的公共服务项目,导致政府财政理应保障的环境健康、科教卫生等事业被搁

置,要素资源错置不利于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 其次,由于地方官员晋升与辖区经济增长绩效直接

挂钩,在经济、政治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具有最大限度谋求本地 GDP 增长的动机。 环境污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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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身承担的政策性任务或经济性指标满足政府官员晋升诉求而将其俘获[17] ,政府官员被规制

主体俘获后,一方面,在其羽翼庇护下出台红头文件或会议纪要为污染企业背书,众多资源消耗强、
技术含量低的高污染项目可能在未经环保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工投产;另一方面,被俘获官员谎报

或瞒报污染企业的信息,助涨了污染企业恶化环境的气焰和行为,增加了区域环境风险,从而对环

境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环境规制过程中的非对等参与使被规制者倾向于提供好处以软化规

制约束,通过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放松环境规制的内在激励[18] 。 另外,规制俘获的现实存在会严重伤

害环保人士情怀,打击环保人士进行环境治理的意愿和决心。 由于环境机构监管俘获、执行不力以

及惩处机制的缺失,扭曲的规制政策将会丧失执行力和约束力。 规制俘获便通过降低信息披露门

槛、消息封锁等方式影响能源投入与污染排放,以此来规避对污染企业的排污检查和惩戒,这不益

于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1。
假设 1:规制俘获程度较高的地区,整体环境效率水平则较低,规制俘获会抑制地区环境效率的

提升。
(三)制度环境对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影响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形成的影响通常系大规模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所致,集
体行动有效执行的前提须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19] 。 制度环境蕴含规

制俘获与环境效率在多样化情境下相互作用的集合,约束着双方的可能性边界。 规制俘获行为的

加剧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制度环境水平的下降,较差的制度环境不宜于环境规制集体行动的推进,
甚至会催生大量落后的技术资本进入,引致强烈的负向竞争,带来较大的环境效率损失。

改善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形成的影响须依托于辖区政府质量。 政府是环境规制政策的供给

方,以服务公共利益为目的,但是迫于职级晋升和考核激励的博弈压力,偏好于放松对自我主导身

份的监管[20] 。 中国各地方政府规制具有复杂性和非独立性的特征,而俘获行为往往与政治权力相

结合,形成政治上的派系或裙带关系,通过关系嵌入政府管理结构中,致使私人权利扭曲公共权利,
加剧了腐败和不平等。 当地方政府受“条管”单位制约时,倾向于利用俘获资源将该官员拉入自己

的利益联盟,为被规制对象进行规制俘获牵线搭桥。 梁平汉和高楠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官员与环

境污染主体之间易结成人际关系网,政府官员的任职期限越长,更大概率地会被规制对象所俘

获[21] 。 污染企业和政府官员较长时间的持续性互惠,为被规制对象提供了尽可能的政策支持,但也

削弱了规制机构对污染处罚执行过程的控制,导致政府质量下降和行政低效率,进而抑制环境效率

的提高。 反过来,政府质量对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影响逻辑依然清晰,随着政府质量的提升,与
政府规制背道而驰的俘获行为将得以有效遏制抑或无处遁形,从而提升环境效率。

矫正规制俘获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离不开所处的法制环境。 当前中国地方法律法规的细化

程度不高,尚不能全面反映环境事件的错综复杂性,这为污染主体俘获政府机构提供了资源条件和

可能路径,进而使环境规制产生内生性。 遵循顾昕的分析,地方官员规制俘获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行

政执法不力和不完全执法,政府官员常在未能理清与执法机关之间权责的情况下行使自由裁量权,
任由其适用和解读法律,唯政绩论而置规制政策于不顾,使规制机构偏向被规制者而没有受到强制

性法律法规的约束[22] 。 同时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合一制下科层管理交融,
行政审批缺乏刚性法律制度,以及审批责任的监督和制约,利益集团在低规制情境下更容易采取俘

获行动。 行政立法中的社会公众参与是政府环境善治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在制订与全国人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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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等法律效力政令条款的过程中,立法程序却存有不足、流于形式或缺少公众参与。 环境污染主

体通过寻租、贿赂等俘获行为影响政府管制,甚至试图打破法律法规和环境规制框架以获取高额利

润,这对提升环境效率形成了阻碍作用。 反过来,法制环境影响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逻辑关系仍

然明晰,随着法制环境的完善,公平公正、透明合理的竞争秩序将得以重塑,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环

境监督约束和规制俘获,进而提高了环境效率。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2。
假设 2:制度环境(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对规制俘获—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且制度

环境正向调节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

三、模型与变量

(一)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学者如 Etzioni[4] 、王兵

等[1] 、杜龙政等[3] 、梁平汉和高楠[21]等对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并结合 York 等[23] 提

出的 STIRPAT 模型,设定如下检验方程:
Eff it = C1 + γ0RC it + γ1RC it × IE it + γ2X it + εit (1)
其中: Eff it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环境效率; C 表示常数项; RC it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规制俘获;

RC it × IE it 表示规制俘获和制度环境交互项,包括规制俘获和政府质量交互项 RC it × GQit 、规制俘获

和法制环境交互项 RC it × LE it 两部分; X it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影响环境效率的其他因素; εit 表示随机

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选取时间窗口为 2004—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考察

的样本区间,西藏因大量数据缺失,研究取样时予以剔除。 样本期自 2004 年始,至最近年份 2015
年,既能保证取样数据具有一定规模,也能满足核心问题实证检验具有较长时间窗口期的需求。 由

于本文并不重点关注预测分析,因此取样数据完全能够解释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数据来自《中国

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
经过作者直接获取、手工搜集或整理测算得到。 为了尽可能避免估计中离群值的影响,对样本连续

数据进行缩尾处理。
环境效率(Eff)。 目前度量环境效率通常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随机前沿分析以参数统计为特征,高度依赖误差分布假设,但是难以确定生产函数,也不

能测度多产出情况下的环境效率。 而数据包络分析法为确定性的非参数统计方法,是测算多输入、
多输出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s,DMU)相对效率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 传统 DEA 方法测算

效率时侧重于径向和角度,忽略了变量松弛问题而导致效率估计偏差。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Tone[24]

提出了基于多输入、多输出松弛变量的效率函数测算(Slack-based
 

Mearure,SBM)模型。 本文在借鉴

Zhou 等[25] 、王兵等[1] 和杜龙政等[3] 的研究基础上,采用非期望产出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距离函

数来度量区域环境效率。 假设每个地区为一个决策单元(DUM), x ∈ Rm , y ∈ Rg1, b ∈ Rg2 分别表

示 DUM 的投入向量、好产出向量和坏产出向量,m、g1、g2 为对应的变量个数。 定义矩阵 X =
x1,…,xn[ ] ∈Rm×n , Y = y1,…,yn[ ] ∈Rg1×n 以及 B = b1,…,bn[ ] ∈Rg2×n ,那么地区环境效率的 SBM

值可以通过如下方程式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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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
k,yt

k,bt
k) = min

1 - (1 / m)􀰐m

i = 1
( sx-i / xt

ik)

1 + 1 / (g1 + g2)[ ] 􀰐 g1

r = 1
( sy+r / yt

rk) + 􀰐 g2

l = 1
( sb-l / bt

lk)[ ]

s. t. 　 Xλ + sx-k = xk;Yλ - sy+k = yk;Bλ + sb-k = bk
 (2)

其中, E(xt
k,yt

k,bt
k) 值域是[0,1],该值越大意味着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等于 1 时说明 DUM 是

有效的,位于生产前沿面上。 本文选取理论方法所需要的投入变量、好产出变量(期望变量)和坏产

出变量(非期望变量)如下:投入变量包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能源投入;考虑到环境效率的提高

离不开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除固定资本投入以外,本文也将反映技术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纳入测

算体系。 资本投入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的地区固定资产价值存量来表征,劳动投入选用各地区历

年从业人员数来衡量。 能源投入作为坏产出的重要来源,选用折算为万吨标准煤的能源终端消费

量来表示。 产出变量中,好产出变量采用以 2004 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地区国内生

产总值。 既有文献中坏产出变量的指标选择各异,参考陈诗一[26] 和沈能[27] 的研究,选取能源消耗

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作为坏产出变量,同时借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方法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于 SBM 模型测算的中国各区域环境效率显示(见图 1),各区

域环境效率值呈现稳中上升的态势,海南、广西、江西等地区的环境效率处于有效前沿面,平均环境

效率值达 0. 90 以上,表现出较高的地方环境效率水平。 湖北、四川等区域环境效率普遍偏低,平均

效率得分维持在 0. 56 左右,这反映了该区域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区域环

境低效率的问题。
规制俘获(RC)。 被规制者通常利用腐败、行贿等方式寻求规制俘获。 一些学者从微观企业切

入,使用企业财务管理项中的“差旅费”和“招待费”记录企业对政府行贿、维护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开

销,然而这两项内容无法剥离合法支出项,并且二者中差旅费用可能占比更高[28] 。 跨国研究文献通

过某些国际组织构建的腐败感知指数、行贿感知指数或国际商业指标等来获取腐败与俘获的感知

程度[29] ,带有主观性和非量化评测的特征,且该指标局限于国别间的比较。 Goel 和 Nelson 采用腐

败犯罪发生率来衡量实际的腐败和俘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主观非量化评测的不足与缺

陷[30] 。 后继学者陈刚和李树[29] 、周黎安和陶婧[31] 、吴一平和芮萌[32] 、Dong 和 Torgler[33]承袭这一做

法,分别从地方政府涉及的贿赂、贪腐、寻租、渎职等犯罪案件数、人均腐败案件数以及犯罪官员比

例等单方面因素构造了度量腐败和规制俘获程度的变量。 鉴于此,本文通过引入腐败涉案总金额

指标来综合反映地区规制俘获的全貌。 具体来说,手工收集、整理与测算地区腐败案件数占公职人

员比重、腐败立案数占总人口比重以及腐败涉案总金额占 GDP 比重,运用改进熵值法测度三者权重

并获取综合评价值来表征规制俘获。
政府质量(GQ)。 参见陈刚和李树[29] 、祁毓等[19] 的研究方法,本文从政府责任、公共服务和企

业税负三个维度合成政府质量指数。 其中,使用环境财政支出和环保税收衡量地方政府履责成效,
使用文化、教育和健康医疗刻画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使用会计年度内企业增值税额 / (企业增

值税额+企业利润总额)反映地区整体税负状况。
法制环境(LE)。 法制环境涉及法律和法治等诸多方面。 戴魁早认为法律、会计师等中介组织

的服务水平能够较为理想地反映法制环境的综合水平[34] 。 根据这一建议,本文选用樊纲等[35] “中

国市场化指数”的法律中介组织发育分项指标来衡量地区法制环境水平。 由于该分项指标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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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的测算方法有所变更,参考卢树立和何振[36]的研究,将不同时间段补全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来解决法治环境指标的时序衔接问题。

图 1　 中国各区域环境效率动态演化趋势图

控制变量。 环境分权(END),参考张华等[37]的做法,对区域环境分权水平进行测算,并引入经

济规模作为缩减因子来缓解可能的内生性干扰。 对外开放( OPEN),选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来反映。 城镇化水平(ERB)
是中国各区域人口向城镇集中程度的标志,本文选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化率对其进行测算,
表征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所达到的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检验

表 1 回归结果显示全部模型中规制俘获(RC)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规制俘获显著抑制

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规制俘获是造成环境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结论支持研究假设 1。 列(2)—
列(5)中规制俘获与政府质量交互项(RC×GQ)的估计系数均在至少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

规制俘获程度相近的区域,地方政府质量越高,环境效率水平也越高。 这说明提升政府质量能在一

定程度上矫正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抑制效应。 原因在于政府质量较高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较为

完善,政府与公众之间易形成低成本的沟通监督与信息传递机制,规制俘获行为受到较大程度的制

约,其对环境效率的抑制效应也随之降低,从而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环境效率水平。 模型(6)—模型

(9)中规制俘获和法制环境交互项(RC×LE)的影响系数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法制

环境优渥的地区,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制约作用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矫正。 原因是法制环境较

好地区的中介组织和法律体系相对完善,被规制主体在明确的法制框架内运行,其规制俘获行为有

所收敛,有助于缓解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形成的伤害。 综合看,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水平越高,规
制俘获对环境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越会受到抑制,制度环境正向调节规制俘获—环境效率之间的

关系,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系数呈现的结果与多数文献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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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相契合。 环境分权的影响系数基本上显著为负,说明降低环境分权水平能有效提升区域环境

效率,环境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扭曲了政策激励,从而对环境效率形成了有效约束。 对外开放的影

响系数全部为正,说明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效率的提升。
表 1　 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RC -0. 099∗∗∗ -0. 090∗∗ -0. 066∗∗ -0. 059∗∗ -0. 113∗∗ -0. 108∗∗∗ -0. 049∗∗ -0. 048∗∗ -0. 051∗

(-3. 808) (-1. 980) (-2. 123) (-1. 989) (-2. 246) (-2. 811) (-1. 973) (-2. 074) (-1. 708)

RC×GQ 0. 154∗∗∗ 0. 113∗ 0. 112∗ 0. 265∗∗∗

(2. 760) (1. 754) (1. 738) (2. 793)

RC×LE 0. 115∗∗ 0. 021∗ 0. 034∗∗ 0. 039∗∗

(1. 973) (1. 748) (2. 397) (2. 437)

END -0. 149∗∗∗ -0. 125∗∗ -0. 137∗∗ -0. 178∗∗∗ -0. 130∗∗ -0. 098 -0. 115∗ -0. 116∗

(-2. 628) (-2. 096) (-2. 208) (-2. 768) (-2. 300) (-1. 626) (-1. 820) (-1. 830)

OPEN 0. 085 0. 094 0. 209∗∗ 0. 127 0. 127 0. 141
(1. 284) (1. 394) (2. 456) (1. 516) (1. 518) (1. 434)

IND 0. 041 0. 068 0. 048∗∗ 0. 052
(0. 712) (1. 149) (2. 113) (0. 848)

ERB -0. 261∗∗ -0. 022
(-2. 189) (-0. 263)

CONS -0. 002∗∗∗ -0. 001 -0. 628∗∗∗ -0. 002 -0. 334 -0. 001 -0. 343∗∗∗ -0. 686∗∗∗ -0. 328
(-7. 057) (-0. 028) (-3. 517) (-0. 061) (-1. 617) (-0. 028) (-2. 681) (-3. 538) (-1. 433)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R2 值 0. 703 0. 734 0. 717 0. 783 0. 793 0. 770 0. 781 0. 813 0. 785

　 　 注:∗、∗∗、∗∗∗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 t 值。 下同。

(二)区域异质性检验

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受到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本节采用分组检验方法

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调节规制俘获—环境效率关系的差异性。 根据政府质量均值将中国

各省份划分为高政府质量区和低政府质量区,同时按照法制环境中位数将各省份划分为法制环境

较好与较差两个区域。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中规制俘获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规制俘获

对环境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再次佐证了研究假设 1。 交互作用方面,区域 1 中规制俘获与政府质量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 0. 265,说明政府质量显著正向调节规制俘获

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规制俘获与法制环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值 0. 039,未通过 10%统计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区域 1 中法制环境仅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调节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关系。 对

于区域 2,制度环境两个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值,政府质量在区域 2 的正向调节作用比在

区域 1 中要小些,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区域对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调节作用

更为突出,或者说,政府质量在区域 1 中更容易阻断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性影响。 进一步分

析发现,在政府质量分区中,法制环境在政府质量水平较低的区域更能发挥自身的正向调节作用。
按照这样的分析逻辑,法制环境在区域 3 中更能体现正向调节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功能,而政府

质量则在区域 4 中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综合来看,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都在调节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关系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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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平在政府质量较低和法制环境优渥地区的调节效应更为突出,地方政府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法

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能发挥矫正作用。
表 2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区域 1:政府质量高 区域 2:政府质量低 区域 3:法制环境优 区域 4:法制环境差

RC -0. 113∗∗ -0. 051∗∗ -0. 132∗ -0. 500∗∗∗ -0. 114∗ -0. 061∗ -0. 594∗∗∗ -1. 106∗∗

(-1. 976) (-2. 108) (-1. 816) (-2. 696) (-1. 772) (-1. 836) (-3. 730) (-2. 267)

RC×GQ 0. 265∗∗∗ 0. 060∗ 0. 263 0. 327∗∗

(2. 793) (1. 828) (1. 475) (2. 011)

RC×LE 0. 039 0. 575∗∗ 0. 953∗∗ 0. 684∗

(1. 437) (2. 327) (2. 508) (1. 672)

END -0. 178∗∗∗ -0. 116∗ -0. 248 -0. 074 -0. 178∗∗∗ -0. 119∗ -1. 994∗ -1. 001∗∗∗

(-2. 768) (-1. 830) (-1. 438) (-0. 462) (-2. 757) (-1. 881) (-1. 942) (-3. 033)

OPEN 0. 209∗∗ 0. 141 0. 222 0. 739 0. 211∗∗ 0. 136 -1. 179 -0. 882∗∗

(2. 456) (1. 434) (0. 372) (1. 256) (2. 489) (1. 385) (-1. 064) (-2. 524)

IND 0. 068 0. 052 0. 187 0. 171 0. 067 0. 052 -3. 905 -3. 222∗

(1. 149) (0. 848) (1. 555) (1. 433) (1. 124) (0. 859) (-0. 969) (-1. 688)

ERB -0. 261∗∗ -0. 022 -0. 660∗∗ -0. 298 -0. 262∗∗ -0. 028 0. 706 0. 101∗∗∗

(-2. 189) (-0. 263) (-2. 051) (-1. 059) (-2. 201) (-0. 333) (0. 883) (2. 991)

CONS -0. 002∗∗∗ -0. 015∗∗∗ 0. 290 -0. 289∗∗∗ -0. 003∗∗∗ -0. 003 -1. 641∗∗∗ -1. 020
(-5. 060) (-3. 312) (0. 474) (-7. 872) (-4. 054) (-0. 061) (-3. 018) (-1. 586)

观测值 156 156 204 204 180 180 180 180

R2 值 0. 724 0. 790 0. 761 0. 776 0. 762 0. 758 0. 718 0. 763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重新测算区域环境效率。 上文采用 SBM 模型测算各地区环境效率的方法,无法实现对环

境效率值为 1 的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判断,仅能依序区分无效决策单元的环境效率值。 同时 SBM 模

型测算的环境效率最大值为 1,也常被认为是截尾数据。 为了克服这两方面问题的可能影响,本文

借助超效率 SBM 模型重新测算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效率。 该方法在评价 DUM 效率时,可以完全区分

有效的决策单元,以线性组合的方式替代 DUM 的投入与产出。 当环境效率值为 1 时,超效率 SBM
模型通过有效的决策单元进一步测算效率值进行区域环境效率的对比分析,从而打破了环境效率

值不能超过 1 的限制。 基于此,本文在保持投入指标和好产出指标不变的情况下,将非期望产出视

为环境投入,利用 MATLAB 软件重新测算中国各区域的环境效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本文还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一是重新划分区域。 遵循上文做法,基于规制俘获和环境

效率两个变量,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规制俘获、低规制俘获、环境效率较高以及环境效率较低四个

区域,运用方程(1)再次进行分组估计。 二是内生性检验。 利用系统 GMM 方法引入解释变量的工

具变量集,运用有限样本标准差估计来纠正两步回归的标准误差,从而使得系统 GMM 估计稳健性

比一般估计更有效。 回归结果中所有模型的残差序列相关 AR 检验 P 值均显著大于 0. 1,过度识别

约束 Sargan 检验的 P 值都趋近于 1,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取合理有效。 三是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

是规制俘获本身而不是该地区其他特质影响环境效率,本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为改变规

制俘获变量,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仍不消除,表明可能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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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某种因素,既造成规制俘获,又对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调节效应存在正向影响。 因而保持控制

变量对应,将核心解释变量在各区域随机分配,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及制度环境的调节

效应全部消除,表明是规制俘获本身而不是其他因素影响了环境效率。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报告),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与基本估计结果

大多一致,这印证了上文相关结论的有效性。

五、进一步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规制俘获或制度环境对环境效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19] ,这里探讨规制俘获与

制度环境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还是制度环境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才能改变规制俘

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本文借鉴李玉山等[38] 的做法,对调节作用检验进行改进,利用 Hansen[39] 提

出的门槛效应模型进行验证。
Eff it = C2 + φ 0RC itI(IE it ≤ η 1) + φ 1RC itI(η 1 < IE it ≤ η 2) + … +

φ nRC itI(η n-1 < IE it ≤ η n) + φ n+1RC itI(IE it > η n) + τ 1X it + ε it (3)
其中: IE it 表示门槛变量; RC it 表示门槛变量所影响的核心解释变量; η 表示制度环境的未知门

槛值; φ 0、 φ 1、…、 φ n 和 φ n+1 表示不同门槛值区间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系数,如果 φ 0、 φ 1、…、
φ n 和 φ n+1 的值具有显著差异,说明选取的门槛变量有效; I(·) 为示性函数,如果条件成立 I = 1,否
则 I = 0。 将制度环境作为门槛变量,在设定不存在门槛值、一个门槛值和两个门槛值的情况下逐步

回归,经过重叠模拟似然比检验统计 300 次得到门槛数量识别检验结果,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分别

存在一个门槛值 0. 409、两个门槛值-0. 560 和 0. 712。 进一步将制度环境的门槛值代入门槛计量模

型,可以得到门槛变量的不同门槛值区间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系数。 表 3 显示,解释变量的

影响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表明模型构建合理且有效。 由模型(1)可知,当政府质量低于门

槛值 0. 409 时,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值-0. 678;当政府质量跨越

这个值时,规制俘获的估计系数为-0. 162,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提升政府质量水

平,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呈减弱趋势,政府质量矫正了规制俘获—环境效率的关系。
表 3　 制度环境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RC GQ<0. 409 -0. 678∗∗∗(-5. 531) LE<-0. 560 -0. 415∗∗∗(-3. 275)

RC_1 GQ≥0. 409 -0. 162∗∗(-2. 519) -0. 560≤LE<0. 712 -0. 310∗∗(-2. 408)

RC_2 LE≥0. 712 0. 195∗∗∗(2. 937)

END 0. 010(0. 162) -0. 043(-0. 672)

OPEN -0. 260∗∗∗(-2. 918) 0. 540∗∗∗(5. 190)

IND 0. 138(1. 605) 0. 175∗∗∗(2. 892)

ERB -0. 058(-0. 793) -0. 167∗∗(-2. 479)

CONS -0. 076∗(-1. 906) -2. 635∗∗∗(-2. 933)

观测值 360 360

R2 值 0. 783 0. 791

48



李玉山,等　 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法制环境不同门槛值区间,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估计系数方

向和数值大小均存在明显差异。 当法制环境低于第一门槛值-0. 560 时,规制俘获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值-0. 415;当法制环境大于第一个门槛值并且小于第二个门槛值 0. 712 时,规制俘

获对环境效率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变小,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上述两个门槛值区

间内,随着法制环境水平的提高,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逐步下降;当法制环境跨越第二

个门槛值时,规制俘获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转变为正值,制度环境对规制俘获—环境效率产生

了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上门槛效应模型的讨论验证了:制度环境显著调节了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

影响,地区制度环境水平越高,规制俘获—环境效率之间抑制作用的矫正程度越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理论上分析了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影响区域环境效率的机理并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同时借助中国省际层面数据,就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在两者中的调节效应进

行经验验证;并运用门槛效应模型识别方法,探讨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的演绎变化如何改变规制俘

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全部支持了理论假设,规制俘获对区域环境效率产生了显著负向

影响,规制俘获是造成环境效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受到政府质量和法

制环境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的改善,可以有效矫正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

用。 进一步研究探明,法制环境在政府质量水平较低的区域具有较强的正向调节效应,地方政府在

政府质量较高的区域更能发挥矫正作用。 法制水平在法制环境良好的区域正向调节效应更为突

出;与法制环境优渥的地区相比,法制环境较差的区域中政府质量显著弱化了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

的不利影响。 在制度环境的不同门槛值区间,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随着制度

环境水平提高到一定临界值,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改善。
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第一,为遏制规制俘获现象的发生,实现优化制度环境和提高

环境效率双赢的发展路径具有一定可行性。 应重视规制俘获对规制约束过程的扭曲作用,避免政

策“一刀切”造成规制俘获的反噬现象。 加强对贪污腐败、政商利益结盟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环

境规制俘获成本。 同时构建新型市场运行规制和高效创新的监管机制。 第二,重视并不断改善地

方政府质量。 完善公共产品供给,降低行政壁垒鼓励市场进入,提高规制政策制定和评估的透明

性。 采用多元主体共治、层级上下互动的政府治理模式,建立“吹哨人”制度,形成政府机构内部互

促机制。 重置政府规制职能,保障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引导污染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三,根据

各地区制度环境现状,有侧重地推动法制环境建设。 压缩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和细化规制

机构权限,强化政府规制执法目标责任制。 借鉴发达国家环保立法与执法经验,并引入环境公民诉

讼,授权公民在遭受污染侵害时起诉被规制主体或没有履责的政府机关。 第四,不断提升社区公众

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 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公众参与意识,提升社区公众环保与公共

事务关注度,通过创新绿色科技切实提高环境效率。 规范和完善环保社会评估体系,借助制度设计

赋权社会环保组织,通过环境监管与共同治理,满足各地区日趋高涨的环境质量要求。 各地方政府

应优化环境事务管理权限、持续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科学合理地构建城

镇化布局,综合提升中国各区域环境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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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inefficiency
 

caused
 

by
 

regulatory
 

capture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 􀆶 s
 

economy.
 

Practice
 

activitie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diversified
 

contex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which
 

they
 

re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regulatory
 

capture
 

affecting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using
 

China􀆶 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comprehensively
 

calculated
 

by
 

the
 

SBM
 

model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capture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Results
 

show
 

that 
 

regulatory
 

captu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capture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at
 

i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rrect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captur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e
 

level
 

of
 

legal
 

system
 

is
 

more
 

prominent
 

in
 

areas
 

with
 

low
 

government
 

quality
 

and
 

good
 

leg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can
 

play
 

a
 

more
 

corrective
 

role
 

in
 

areas
 

with
 

high
 

government
 

quality
 

and
 

poor
 

legal
 

environment.
 

Only
 

wh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xceeds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will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regulatory
 

capture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e
 

weakened.
 

Theref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istorting
 

effect
 

of
 

regulatory
 

capture
 

on
 

the
 

regulatory
 

restraint
 

process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government
 

quality
 

and
 

legal
 

environment
 

in
 

shaping
 

regulatory
 

order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so
 

as
 

to
 

optimiz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win-wi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green
 

economy.
Key

 

words 
  

regulatory
 

captur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quality 
 

leg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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